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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的非线性影响

———兼论产业集聚的非线性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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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基于 2013—2022 年中国 263 个地级市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影响及产业

集聚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 U 型关系,即其早期阶段可能抑

制就业,但随着发展,促进作用逐渐显现。 其次,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协同集聚显著调节了这一关

系,其中制造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延缓了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使 U 型关系趋于平缓,逐步

转化为正向线性关系。 最后,区域异质性与城市规模的检验显示,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就业韧性的 U 型关

系更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各城市规模的影响呈多样性,Ⅰ型大城市为 U 型,Ⅱ型大城市为正向线性,小

型城市为负向线性。 研究深化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市场影响的理解,为政策制定者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优化

之间的平衡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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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面临经济全球化退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以及国内经济增速减缓与结构性调整等诸多挑战

之际,中国就业韧性显现为评价经济健康状况与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指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

充分就业确立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重要目标,彰显了就业优先政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就业韧性反映在对经济周期波动、产业转型及外部冲击的适应与恢复能力上,成为衡量劳动市场功能是

否健全的关键指标,并直接影响到其抵御外界变动的能力。 因此,增强劳动市场的韧性,对于缓和经济

衰退所带来的就业冲击、降低失业率、加速经济恢复阶段的稳就业、扩内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
数字经济的崛起对劳动力市场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廉永生等[1] 研究指出,尽管自动化技术可能

削弱低技能和重复性任务的就业机会,但它也催生了如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等新兴领域的职位。 补充这

一观点的是王轶等[2] ,他们预测大量职业将因自动化而面临被取代的风险,这可能引发就业岗位的大规

模流失。 另一方面,原磊[3]强调产业政策的关键作用,认为通过产业转型和政策引导,可以在某些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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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王春超等[4]认为,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推动了职业

的分化,促进了更加专业化和技术要求更高的岗位的产生,从而提升劳动市场的就业质量。 与此同时,
廉永生等对技术变革引起的就业不确定性表示担忧,担忧自动化广泛实施可能对劳动者的稳定性和收

入水平构成威胁。 黄旭等[5]的研究揭示,虽然技术发展导致某些职位消失,但同时也通过创造新任务和

新产业来为就业市场带来新机会。 这种市场转型不仅增加了对特定技能的需求,也提出了对劳动力市

场整体适应性的更高要求,突显了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综合性与多层次性。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但其对增强劳动力市场韧性的机制研究尚显不足。

Martin
 

&
 

Sunley[6]认为劳动力市场韧性作为经济韧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强调在剧烈变化和不确定性下保

持自我调整和恢复能力的特性。 这一概念起源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Simmie
 

&
 

Martin[7] 则尤其关注

在外部冲击下经济系统如何保持稳定性。 Briguglio[8] 等发现劳动力市场的韧性观念在多元化就业机

会、灵活的劳动力政策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下进一步发展。 正如 Chavsas[9] 所述,劳动力市场的

适应性及恢复速度是评判经济体复原力的重要指标。 孙月梅[10] 进一步揭示,通过教育、劳动政策和市

场调节机制抵抗外部挑战的能力,是衡量就业韧性的另一重要维度。 这一多层次的就业韧性理论为数

字经济变革下制定针对性就业策略和社会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助力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和

繁荣。
本文以 2013—2022 年中国 26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的作用及其机

制。 研究创新贡献包括:首先,本文参考 Brinca
 

P [11]的研究,采用反事实测量方法,以 2008 年金融危机

前就业状况为基准,量化实际与潜在就业增长率的偏离,精准捕捉劳动力市场恢复与适应能力的动态特

征;其次,借鉴 Nambisan[12]等的做法,创新地将就业韧性纳入数字经济分析框架,揭示其非线性影响机

制,突破传统线性分析局限;此外,在 Autor
 

&
 

Dorn 的基础上研究关注不同地区的异质性[13] ,展现出数

字经济下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二、理论机理及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及其他外部冲击面前,劳动力市场往往经历剧烈的就业波动和失业率上升,揭示出经济

对就业的敏感性及当前就业保障机制的不足。 尽管数字经济与技术革新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

率,然而,传统岗位却面临被自动化替代的风险。 正如廉永生等所指出的,机器学习和自动化技术的发

展使许多职位面临着被机器化替代的可能。 而王轶等则进一步阐明,经济危机时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成

本更低的自动化技术代替人力,这对劳动市场短期韧性构成了挑战。 然而,长远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创

造新的需求和就业机会,推动平台经济的形成,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并通过促进技能升级来加速市场恢

复力的建立,从而增强了长期就业的韧性。 正如黄旭等[14] 所展示的,技术进步能够在长期内催生新兴

产业的增长,从根本上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 劳动者的微观决策与技能动态调整适应理论指

出,个体需要主动参与持续学习与技能提升,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从而在新兴岗位中找到发展

机会。 正是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这种动态适应能力成为增强就业韧性的关键,从而帮助社会在未来经

济冲击中增强抵御能力。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数字经济与就业韧性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发展的初

期可能会导致就业韧性下降,表现为就业数量的短期波动和失业率的上升。 然而,一旦经历了调整期的

低谷并超过拐点,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促进就业韧性的增强,主要通过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劳动力技

能的提升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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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关键模式,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韧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通过公司间的

聚集与协作促进了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的形成,进而吸引人才与资源,增强就业市场的活力与竞争

力[15] 。 产业内企业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合作与竞争,驱动了技术革新,为劳动者带来新的就业机遇并提

升技能水平,从而增强就业适应性和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韧性。 此外,产业集聚促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与

共享,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盈利空间,进一步提供了更丰富的就业机会[16] 。
同时,产业集聚还助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市化进程,进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

改善。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提升了区域吸引力,促进人才与资本的汇聚,而且为就业市场拓展了更广

泛的机遇和空间。 因此,从产业集聚对就业韧性的影响机制来看,其不仅为劳动市场提供了结构性优化

与技术进步的机遇,而且通过促进劳动力的行业流动与职业发展,有效减少了结构性失业,提升了就业

的稳定性与质量。 这种复杂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并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17] 。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集聚对就业韧性的影响十分复杂。 一方面,产业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与资源

优化增强市场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低效率集聚可能加剧岗位和薪资波动,损害收入稳定性并

促进人才流失。 过度集聚可能加剧某些地区或行业就业压力,高技能岗位需求变化可能限制部分劳动

力流动,增加失业风险和结构性就业困境。 同时,企业间为追求生产效率的竞争促使自动化、机械化技

术取代劳动密集型工作,减少低端劳动力就业机会,影响就业市场稳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与就业韧性之间的 U 型关系中起到调节

作用。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 H1 是否成立,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RSSit =α+β1DIG it+β2X it+μi+φt+εit (1)

其中,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RSS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就业数量韧性,DIG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数字

经济,X it 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下文会进行详细介绍,μi 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固定效应、
φt 用来控制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干扰项。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不同阶段对就业数量韧性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为了进一步验

证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核心解释变量数字

经济的二次项(DIG2),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RSSit =α+β1DIG it+β2DIG it

2 +β3X it+μi+φt+εit (2)
2. 调节效应模型

为了考察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影响的调节作用和验证假设 H2 是否成立,在式(2)的基

础上构建如下非线性调节效应模型:
RSSit =α+γ1DIG it+γ2DIG it

2 +γ3MG it+γ4MG×DIG it+γ5MG×DIG it
2 +β6X it+μi+φt+εit (3)

RSSit =α+γ1DIG it+γ2DIG it
2 +γ3SG it+γ4SG×DIG it+γ5SG×DIG it

2 +β6X it+μi+φt+εit (4)
RSSit =α+γ1DIG it+γ2DIG it

2 +γ3CG it+γ4CG×DIG it+γ5CG×DIG it
2 +β6X it+μi+φt+εit (5)

其中,MG、SG、CG 分别表示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MG×DIG2、
·59·



SG×DIG2、CG×DIG2 分别表示上述三类产业集聚与数字经济二次项的交互项。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了 Doran 和 Fingleton[18] 的研究方法,以 2008 年金融危机作为一次外生经济冲击,基于

Dixon-Thirlwall 循环因果模型,采用静态的凡登定律建立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方程,并应用广

义矩估计(GMM)技术进行参数估计。 本研究通过构建反事实情境,即在无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假设就业

情况,进而估算不同地区在该情境下的就业反事实增长率。 通过对比现实中的就业增长路径与反事实

增长路径之间的差异,本文深入分析了就业数量韧性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冲击的响应能力,进而为理解就

业市场在面对宏观经济波动时的稳定性与调整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依据。 具体方法如下:
根据凡登定律,当遭遇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条件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就业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

形成的正向关系[19] 。 据此,本研究构建了以下数学模型来深入分析这一关联性。
g=a+by (6)

其中,g 为就业增长率,y 为产出增长率,a 为常数项。 在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基础上,根据凡登定律给出

的线性技术进步方程,可将式(6)改写为:
lnMs = -a+(1-b)lnY (7)

式(7)被称为静态凡登定律,其中,Ms 代表就业数量水平(由年末总就业人数表征),Y 代表产出水平,考
虑到邻近地区就业与本地区就业可能具有空间交互作用,基于此,进一步引入就业的空间滞后项,建立

如下空间自回归模型:
lnMst =α1 +ρWlnMst+γlnMst-1 +βlnYt+εt (8)

其中,Mst 为 t 期就业数量水平,Yt 为 t 期产出水平,Mst-1 为 t-1 期就业数量水平,WlnMst、为邻近地区就

业数量水平的空间滞后项,εt 为随机误差项。
参考 Doran 和 Fingleton 的做法,使用两步差分 GMM 对式(8)进行估计。 具体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在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邻近地区就业、本地区上一期就业以及本地区产出对本地区当

期就业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1　 参数估计值

Mst

ρ
0. 002

 

6∗∗∗

(17. 97)

γ
0. 434

 

1∗∗∗

(82. 01)

β
0. 159

 

4∗∗∗

(24. 78)

AR(1) 0. 001

AR(2) 0. 136

Hansen
 

P-value 0. 235

　 注:括号中为 t 统计量;∗
 

、∗∗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其次,本研究选取 2007 年我国各城市的实际产出作为基准点,参照全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并将其作

为每个城市的反事实产出增长率,以此来估算各城市的反事实产出水平。 进而根据式(6)中估计的系

数,我们计算出各城市的反事实就业水平。
最后,基于实际和反事实就业增长率,本研究采用 HP 滤波方法分别得出实际潜在增长率与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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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增长率。 通过比较二者的差异,我们获得就业韧性的定量指标。 正值表明城市的实际潜在就业增

长率超过了反事实潜在增长率,暗示了该城市就业市场具有韧性;反之,若为负值,则表明该城市就业市

场缺乏韧性。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IG)。 本研究遵循赵涛等[20] 的研究方法,构建了涵盖数字创新、数字产业及数字用户

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以全面衡量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数字创新的衡量标准包括:工
业互联网、5G 产业以及电子商务的专利授权数目(均采用对数形式);数字产业的评价则依据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电信业务总量(亦采用对数形式);而
数字用户层面则通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进行衡量。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将
上述八项指标合成为一个表征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DIG) [21] 。 这一综合性指标反映

了城市在数字经济各关键领域的发展状况,为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提供了科学、系统的量化工具。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

发展指标

数字创新

数字产业

数字用户

工业互联网授权数对数 企研数据库

5G 产业专利授权数对数 企研数据库

电子商务专利授权数对数 企研数据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

人数占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

共同编制

电信业务总量对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移动电话普及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控制变量

就业韧性除了受数字经济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因此,为了缓解遗漏变量而出现内生性

问题,本文参考其他文献,加入以下控制变量:(1)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实际投资额占 GDP 比

重来衡量;(2)金融发展水平(FE),采用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3)城镇化

(UR),用城镇人口与地区人口的比值来衡量;(4)市场化水平(MT),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

来衡量;(5)政府支持水平(GR),政府财政科学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4. 调节变量

产业集聚。 为了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考虑到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本研究将产业

集聚划分为三种类型:制造业集聚(MG)、生产性服务业集聚(SG)以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CG)。 鉴于城市规模差异可能对产业空间集聚效应的测量造成影响,本文选用区位熵作为研究工具,
以精准测度各类型产业在不同城市的集聚水平。 测算公式如下:

Agi =
qi

q( ) / Qi

Q( ) (9)

式(9)中,Agi 代表城市 i 中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qi 代表城市 i 中某产业的从业人数,q 代表

全国该产业的从业人数;Qi 为城市 i 的总就业人数;Q 代表全国总就业人数。 本文基于崔书会等[2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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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CG)进行测度。
测算公式如下:

CG i = 1-
MG i-SG i

MG i+SG i
+MG i+SG i (10)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利用 2013—2022 年间中国 26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涵盖了《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EPS 全球数据库、企研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和 CNRDS 数据库等权威渠道。 针对部分变量

数据缺失的问题,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数据补全。 该方法在计量经济学中被视为应对数据不完整的有

效手段,因为它在假设数据的时间序列连续性和趋势性前提下,能够有效估计缺失值,最大程度地保留

数据集的整体趋势和结构稳定性,从而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模型的健全性。 研究中包含的核心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覆盖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已在综合表中整理呈现。 表 3 系统展示了各

变量在样本城市中的分布特征和波动幅度,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DIG 2
 

628 0. 344
 

1 1. 511
 

5 -1. 935
 

8 5. 895
 

9

RSS 2
 

628 -0. 010
 

9 0. 032
 

6 -0. 115
 

6 0. 058
 

8

UR 2
 

628 0. 574
 

2 0. 142
 

5 0. 273
 

3 0. 948
 

9

MT 2
 

628 12. 493
 

4 2. 282
 

2 7. 141
 

5 17. 911
 

6

GR 2
 

628 0. 017
 

6 0. 016
 

3 0. 001
 

3 0. 084
 

5

FDI 2
 

628 0. 016
 

6 0. 016
 

6 0. 000
 

1 0. 081
 

1

FE 2
 

628 2. 563
 

2 1. 150
 

9 1. 013
 

2 6. 905
 

0

SG 2
 

628 0. 785
 

4 0. 317
 

5 -0. 611
 

3 2. 807
 

2

MG 2
 

628 0. 876
 

0 0. 498
 

7 -0. 895
 

3 3. 321
 

9

CG 2
 

628 2. 395
 

1 0. 543
 

3 0. 605
 

2 4. 293
 

8

LNDIS 2
 

628 6. 686
 

0 0. 793
 

4 0. 000
 

0 8. 066
 

3

四、结果及讨论

(一)基准回归

本研究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经验分析。 根

据表 4 中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直接回归系数

并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列(1) ~ (2))。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

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列(3)):数字经济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通过 u-
test 检验,我们确定了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影响的极值点在 1. 254

 

9,这一结果落在了[ -1. 935
 

8,
5. 895

 

8]的取值范围内,并且在 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关系为单调或

倒“U”型的假设。 因此,我们的实证检验支持了假设 H1,即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存在着 U 型

关系,这一发现为理解数字经济变革下就业市场的适应性与复原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之于就业数量韧性展现出的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效应,其深层动因可概括为两方面。

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技术替代效应占据主导,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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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但同时可能导致传统劳动岗位被机器替代,从而对就业数量产生暂时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

面,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新兴行业的兴起与传统产业的转型需求并存,这不仅带来了对高技能劳

动力的新需求,也促使原先从事传统产业的劳动者面临技能升级的挑战。 在这一转型阶段,可能暂时出

现就业数量的下滑。 然而,长远来看,随着数字技能的普及与劳动力市场对新产业的适应,以及数字经

济激发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如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领域的蓬勃发展,不仅开创了创业新渠道,
促进了就业增长,同时也引领了灵活就业模式的崛起,如远程工作与平台经济,从而有效增强了就业市

场的韧性与弹性。 总体而言,在数字经济成熟阶段,其对就业数量韧性的积极影响开始凸显,反映了经

济体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与就业市场整体适应性的提升。
 

表 4　 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影响

(1) (2) (3)

DIG -0. 001
 

2 0. 001
 

8 -0. 011
 

5∗

( -0. 218
 

6) (0. 342
 

2) ( -1. 833
 

0)

DIG^2 0. 004
 

6∗∗∗

(4. 177
 

9)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 2
 

628 2
 

628 2
 

628

R2 0. 911
 

6 0. 913
 

1 0. 913
 

7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P 值,以下各表同

(二)稳健性及内生性分析

1. 更换估计方法

为检验本文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两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再度估计,
并在表 5 的列(1)中报告了有关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关系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数字经济

对就业数量韧性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二次项系数则为正且显著。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

了本文初步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表明在考虑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复杂动态后,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

性具有非线性影响,即初期可能对就业形成压力,而在一定阈值之后则可能促进就业数量的恢复与

增长。
2. 剔除特殊样本

在对省会城市的数据进行剔除后,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

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5 列(2)显示,在排除了行政级别较高且资源配置更为优越的城市之后,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的关系依然显现出相同的趋势: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一次项系数

保持负向显著,而其二次项系数则为正向显著。 这一发现进一步巩固了基础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3. 双边缩尾 1%
本研究对所有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双边缩尾处理。 通过这种方式,将所有变量中的异常值限制在

正常范围内,从而减少了极端值对结果的潜在影响。 在表 5 列(3)中报告了双尾缩尾 1%后的估计结

果,可以看出,在排除数据极端值后,估计结果并未发生较大改变,巩固了本文基础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4.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需要考查其不同测度方法是否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差异化影响。
为此,本文采用赵涛等的方法对数字经济重新进行了测算后再进行参数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5 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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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数据后,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

为正,与基础回归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SYS-GMM 剔除省会城市 双边缩尾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DIG -0. 049
 

5∗∗∗ -0. 013
 

6∗∗ -0. 011
 

7∗ -0. 033
 

6∗∗∗

( -4. 218
 

6) ( -2. 020
 

8) (0. 006
 

3) (0. 010
 

6)

DIG^2 0. 023
 

6∗∗∗ 0. 003
 

5∗∗ 0. 004
 

6∗∗∗ 0. 054
 

9∗∗∗

(6. 030
 

7) (2. 385
 

4) (0. 001
 

1) (0. 015
 

3)

L. RSS 0. 769
 

9∗∗∗

(56. 655
 

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AR(1) 0. 059

AR(2) 0. 244

Hansen 0. 693

_cons -0. 001
 

7 -0. 033
 

2∗∗∗ -0. 031
 

4∗∗∗ -0. 026
 

4∗∗∗

( -0. 307
 

0) ( -4. 237
 

4) (0. 007
 

1) (0. 007
 

1)

N 2
 

365 2
 

378 2
 

628 2
 

628

R2 0. 907
 

0 0. 922
 

9 0. 922
 

6

　 注:L. RSS 为变量 RSS 的滞后变量;表中 AR(1),AR(2)的值为相关性检验的 P 值

5. 内生性处理

在解决被解释变量与其滞后项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时,尽管两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具有一定的效

用,但它未能充分处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所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为

了更为精准地识别这一问题,本文计划引入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 按照规范操作,选取工具变量

需满足两个重要条件:其一,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间应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二,在已控制其他变量的

基础上,工具变量需外生,与模型误差项不相关。
借鉴张勋等的研究,本文选择每个城市与杭州间的地理距离(LNDIS,且对该变量取对数)作为工具

变量。 此选择基于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以支付宝等龙头企业的集聚而跻身全国领先地位,使得杭州对

周边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辐射作用的假设。 因此,城市与杭州的近远很可能正向影响

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这一外生性距离并不直接影响城市的就业韧性,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

先决条件。 然而,鉴于地理距离为静态值且在时间序列中不变,在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二步骤可能引发偏

差。 为解决此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引入了每个城市(杭州市除外)的数字经济水平平均值与距离交互项

(LNDIS_DIG)作为新的工具变量,旨在削弱偏差,确保估计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明确表现出离杭距离与城市数字经济平均水平交互项

在 1%显著性水平上的正相关性,充分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与数字经济水平之间的高度相关性。 进入第

二阶段分析,采用此工具变量削弱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正向及二次方效应均

显著。 结合第一阶段的 F 统计值超过 10 和第二阶段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的显著性超越 Stock-
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10%临界值,这进一步确认了所选工具变量的适用性和本研究不受弱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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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干扰。 从工具变量法的分析结果看,我们可以得出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 U
型关系的结论。

 

表 6　 内生性检验

就业数量韧性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
-0. 028

 

5∗∗

( -2. 500
 

6)

DIG^2
0. 004

 

7∗∗

(2. 275
 

6)

第一阶段 IV
0

 

. 009
 

8∗∗∗

(27. 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Cragg
 

Donald
 

World
 

Fstatistic 2
 

389. 897

Stock-Yogo
 

weak
 

test(10%) 16. 380

N 2
 

619 2
 

619

(三)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为了探索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

的影响在区域间的异质性,本文将所研究的各个城市按照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划分并分组回归。 表 7
列(1) ~ (3)分别为就业数量韧性东中西分组回归的结果,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呈现显著

的 U 型关系。 utest 检验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由负向影响转成正向影响的拐点值为

1. 718
 

3,考察期内样本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东部城市跨越了 U 型拐点,utest 检验表明中部、西部

地区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 U 型曲线的拐点值分别为 1. 279
 

9、0. 234
 

3,但中部、西部地区的均值均

未跨越临界值。 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就业数量韧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产生上述差异的

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较中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水平更高,数字经济的高水平化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

展和多元化,增加和拓宽了劳动力的就业数量和就业选择,使劳动力市场在面临冲击时能更快恢复,提
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韧性。 然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相关

产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较小,相关产业发展结构单一化,劳动力过度依赖于单一产业,劳动力市场抵

抗冲击的能力变弱。
 

表 7　 区域异质性分析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DIG -0. 023
 

7∗∗∗ -0. 011
 

0 -0. 002
 

5

( -2. 821
 

5) ( -0. 838
 

4) ( -0. 284
 

1)

DIG^2 0. 006
 

9∗∗∗ 0. 004
 

3∗ 0. 005
 

4∗∗

(5. 613
 

5) (1. 836
 

7) (2. 565
 

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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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1) (2) (3)

东部 中部 西部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_cons -0. 044
 

1∗∗∗ -0. 030
 

2∗∗ -0. 009
 

5

( -5. 383
 

5) ( -2. 131
 

9) ( -0. 776
 

4)

N 878 1
 

090 660

R2 0. 959
 

1 0. 861
 

7 0. 944
 

8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不同城市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同。 本文根据 2014 年国务院颁发的《关

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所研究的各个城市划分为Ⅰ型大城市及以上城市(全市常住人口

≥300 万人)、Ⅱ型大城市(100 万人≤全市常住人口<300 万人)、中小城市(全市常住人口<100 万人)
三类,并进行分组回归。 表 8 列(1) ~ (3)分别为就业数量韧性按照三种城市规模分组回归的结果,实证

研究揭示,数字经济对各城市规模中就业数量韧性影响呈现显著差异,特别是在Ⅰ型大城市及以上规模

的城市中,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展现了一种显著的 U 型关系。 与此相对,在Ⅱ型大城市和中

小城市中,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的关系并未显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 如表 8 列(4) ~ (5)所示,
Ⅱ型大城市显示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数量韧性的显著促进效应,可能是这些城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较好地运用其市场规模、人才及资本等方面的优势,进而促进了就业增长。 然而,中小城市的数字经

济发展对就业韧性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向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城市在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转

型压力和竞争挑战时,资源与适应能力的不足制约了新就业机会的吸纳与适应,继而影响了就业韧性。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成果强调,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就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城市规模及其发

展阶段的差别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影响的复杂性,以有效促进就业市场的稳定和劳动力市场的

健康发展。
 

表 8　 城市规模异质性

(1) (2) (3) (4) (5)

Ⅰ型大城市及以上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小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小城市

DIG -0. 043
 

0∗ 0. 010
 

4 -0. 014
 

3 0. 015
 

0∗ -0. 017
 

6∗∗

( -1. 717
 

1) (0. 963
 

9) ( -1. 025
 

7) (1. 762
 

6) ( -2. 143
 

5)

DIG^2 0. 010
 

8∗∗∗ 0. 001
 

2 -0. 006
 

9

(3. 343
 

4) (0. 693
 

4) ( -0. 955
 

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 038
 

8∗∗ -0. 056
 

7∗∗∗ -0. 078
 

9∗∗∗ -0. 056
 

6∗∗∗ -0. 018
 

9∗

( -2. 027
 

9) ( -4. 867
 

4) ( -6. 048
 

5) ( -4. 868
 

2) ( -1. 920
 

1)

N 230 778 1
 

620 778 1
 

620

R2 0. 955
 

5 0. 941
 

5 0. 892
 

3 0. 941
 

5 0.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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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集聚调节效应

根据前文论述,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的影响过程中可能会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由于

·201·



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存在显著的 U 型关系,所以在检验三类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中,应当考

虑到三类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就业韧性影响过程中的非线性调节效应,对式(2)进行回归[24] 。 以制

造业集聚在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非线性调节效应为例(其他以此类推),将式(3)求导,当一阶导

数为 0 时,得到拐点值 DIG∗
 

,并对 MG 求偏导,计算结果如下:

DIG∗ = -
γ1 +γ4MG

2 γ2 +γ5MG( )
;∂DIG∗

∂MG
=

γ1γ5 -γ2γ4

2 γ2 +γ5MG( ) 2 (11)

在就业数量韧性中,如表 9 列(1)结果所示,数字经济一次项与制造业集聚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数
字经济二次项与制造业集聚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集聚确实能够调节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

性之间的 U 型关系。 计算拐点公式:γ1γ5 -γ2γ4 = 0. 034
 

8×0. 009
 

5-( -0. 003
 

0) ×( -0. 059
 

4)大于 0,整
体曲线右移,制造业集聚的加入使数字经济抑制就业数量韧性的拐点延后到来,即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就

业数量韧性的抑制作用,且 γ1γ5 -γ2γ4(0. 009
 

5)大于 0,说明制造业集聚的加入使得数字经济与就业数

量韧性的 U 型关系更加陡峭。 如表 9 列(2)结果所示,数字经济一次项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交互项

显著为正,数字经济二次项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加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后抑制了

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主效应,使得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的 U 型关系变得平缓,最后趋

于线性关系,因为数字经济一次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加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后数字经济对就业数

量韧性发挥正向作用。 如表 9 列(3)结果所示,数字经济一次项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交

互项显著为负,数字经济二次项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生
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够调节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的 U 型关系。 计算拐点公式:γ1γ5 -γ2γ4 =
0. 059

 

3×0. 005
 

2-( -0. 007
 

7) ×( -0. 030
 

3)大于 0,整体曲线右移,加入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

聚使数字经济抑制就业数量韧性的拐点延后到来,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韧性的抑制作用,其 γ1γ5

-γ2γ4(0. 005
 

2)大于 0,说明加入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使得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的 U 型

关系更加陡峭。 上述实证检验验证了假设 H2,即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与就业韧性之间的 U 型关系中起

到调节作用。
 

表 9　 产业集聚调节效应

(1) (2) (3)

DIG 0. 034
 

8∗∗∗ -0. 027
 

0∗∗∗ 0. 059
 

3∗∗∗

(4. 144
 

4) ( -2. 658
 

5) (3. 894
 

5)

DIG^2 -0. 003
 

0 0. 003
 

4 -0. 007
 

7∗

( -1. 635
 

5) (1. 291
 

5) ( -1. 784
 

8)

MG -0. 002
 

5∗∗

( -2. 000
 

3)

MG_DIG -0. 059
 

4∗∗∗

( -8. 145
 

1)

MG_DIG^2 0. 009
 

5∗∗∗

(5. 858
 

0)

SG -0. 002
 

7∗∗

( -1. 971
 

5)

SG_DIG 0. 022
 

0∗∗

(2. 036
 

4)

SG_DIG^2 -0. 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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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

(1) (2) (3)

( -0. 112
 

7)

CG -0. 002
 

1∗∗

( -2. 052
 

0)

CG_DIG -0. 030
 

3∗∗∗

( -4. 959
 

2)

CG_DIG^2 0. 005
 

2∗∗∗

(3. 392
 

2)

_cons -0. 021
 

3∗∗∗ -0. 027
 

5∗∗∗ -0. 020
 

9∗∗∗

( -2. 959
 

8) ( -3. 821
 

1) ( -2. 695
 

9)

N 2
 

628 2
 

628 2
 

628

R2 0. 916
 

3 0. 913
 

9 0.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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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助 2013—2022 年中国 263 个地级市的数据,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方法,深入探

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数量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该关系的调

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关系呈显著 U 型,即在 U 型拐点之前,数字经济

对就业数量韧性呈现抑制效应;跨越拐点后,其对就业数量韧性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此外,制造业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调节

作用,其中制造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导致 U 型拐点右移,延后非线性关系的显现;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使

该 U 型关系平缓,逐渐转化为正向的线性关系。 区域异质性检验揭示,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就业数

量韧性间显现出明显的 U 型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则未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城市规模方面的异质性

检验表明,Ⅰ型大城市及以上城市中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之间存在显著 U 型关系,Ⅱ型大城市中

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为负向线性关系。 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就业韧性关

系的理论探讨,同时对于政策制定者根据地区产业特征与城市规模,精准施策以促进就业韧性提供了重

要参考。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 实证揭示,尽管数字经济在短期内可能抑制就业韧

性,但其长期效应会显著提升就业韧性。 因此,强化数字经济建设符合全球技术变革趋势,并为长期增

强就业韧性提供支撑。 推进 5G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广泛部署,不仅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还能提供

便捷的数字工作与学习环境。 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优化生产流程和管理方式,提升企业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劳动力市场的高效化和多元化,确保就业稳定性。
第二,推动数字经济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为多元化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通过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改善服务质量,降低创业门槛,吸引更多人才。 互联网平台打破行业地域限

制,推动共享经济与数据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加速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模式普及。
·401·



第三,加强对创新企业和高端人才的支持,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 通过税收优惠、贷款担保等政策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引导优秀人才汇聚,增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助力新兴领域的持续发展。
最后,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的协同发展,以缓解就业冲击。 通过信息技术网络优化和物联网应

用,支持产业集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增强产业协同效应,打造稳定就业环境,提高经

济波动期间的韧性。 同时,政府应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就业市场变化,快速响应波动,
设立跨部门平台,增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推动多元化劳动力技能培训,提升整体就业韧性。

(三)研究展望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就业数量韧性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产业集聚在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为理解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然而,研究集中于就业数量韧性,而对就业质量韧

性的讨论相对不足,尚未关注到就业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数字

化对就业稳定性、工资水平和工作满意度等就业质量维度的影响,并探讨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有效

平衡和提升就业数量与质量。 此外,由于数据限制,研究未能充分讨论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如何影响

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市场韧性,这一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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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data
 

from
 

263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3
 

to
 

2022,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quantitative
 

toughness
 

of
 

employ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
omy

 

and
 

the
 

quantitative
 

toughness
 

of
 

employment,
 

i. e. ,
 

it
 

may
 

inhibit
 

employment
 

in
 

its
 

early
 

stages,
 

but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gradually
 

emerges
 

as
 

it
 

develops.
 

Second,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productive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cooperative
 

agglomeration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is
 

relationship,
 

in
 

which
 

manufacturing
 

and
 

cooperative
 

agglomeration
 

delay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le
 

productive
 

services
 

ag-
glomeration

 

flattened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it
 

into
 

a
 

posi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Finally,
 

the
 

test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city
 

size
 

shows
 

that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mployment
 

resilie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but
 

no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impact
 

of
 

each
 

city
 

size
 

is
 

diversified,
 

with
 

a
 

U-shape
 

for
 

Type
 

I
 

large
 

cities,
 

a
 

positive
 

linear
 

re-
lationship

 

for
 

Type
 

II
 

large
 

cities,
 

and
 

a
 

negative
 

linear
 

relationship
 

for
 

small
 

cities.
 

The
 

study
 

deepens
 

the
 

un-
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labor
 

market,
 

and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policy-
makers

 

to
 

balanc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optimization.
Keywords: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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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resilienc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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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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